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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传播学：国际研究现状与国内教育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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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计算传播研究是传播学领域内富有潜力且发展迅速的一脉新兴研究取向。通过对传播学领

域内影响因子位居前 20的 SSCI期刊中的 252篇计算传播研究论文全文进行关联主题模型分析，

研究者识别出包含社交媒体分析、多元社会议题分析、新闻与新闻工作者研究、社会运动与社会

参与研究、政治竞选研究、用户媒介接触研究六大领域在内的研究图景。从高水平研究论文中折

射出的计算传播研究现状呼吁理论与方法紧密融合的专业教育实践。其中，理论旨在强调培育跨

学科的、混合逻辑的、呼应语境的研究思维；方法旨在强调提升数据获取、统计分析、视觉化呈

现等计算传播研究必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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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大数据的兴起和计算能力的提升共同推促了传播学领域的“计算转向”（computational turn）
[1-2]，计算传播学（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science）亦受该转向驱动，成为发展迅速且备受

关注的一支新兴研究取向。van Atteveldt等[3]曾归纳了计算传播研究的显著特征：第一，使用大体

量甚至是复杂数据集；第二，研究数据通常源自“数字足迹”（digital trace）或其他“自然发生”

（naturally occurring）的数据；第三，需要依赖算法来开展分析；第四，能够结合传播理论来探索

人类传播行为。前两项特征关注数据构成，第三项特征强调分析路径，第四项特征则聚焦于计算

传播导向下方法与理论的对话。无独有偶，Hilbert等[4]在综述文章中同样论及上述要点，包括大

规模“数字足迹”如何关照传播学经典理论、计算机模拟方法如何建立个体行为与集体行动机制

之间的桥梁、前沿方法（如：在线田野实验）如何对传统研究方法予以补足、不断更新的机器学

习算法如何开辟文本分析的更多可能。

以传统传播学研究为参照，计算传播常被冠以“新兴”前缀。这不仅源于延循该取向的研究

论文在近年来密集出现，更在于计算传播内在的“常新”特质。“常新”受益于可用数据的扩展

及跨学科视角的深化。以计算传播研究的数据来源为例，社交媒体平台上由用户主动发布的内容

已屡见不鲜，不少研究者开始从大型游戏的服务器日志[5-6]、网络流量统计[7-8]等新型“富矿”

中抽取数据。跨学科视角则体现在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联姻”，例如率先诞生于政治科学的结

构主题模型（structural topic model）[9]被挪用至形象建构研究中[10]；计算机视觉相关知识被运用

到党派媒体的报道偏见研究中[11]。计算传播研究的内生驱动力带来丰富潜能，激励传播学研究者

围绕更多样的问题采用更科学的方法来对社会现实展开探索，进而对理论作出延展。

与计算传播研究不断向前迈进相同步的是计算传播学建制化水平的持续攀升。在课程设置上，

国内外众多高校已将计算传播相关课程纳入新闻传播学科培养体系；在专业社群建设上，一系列

计算传播研究团体相继诞生，最典型的莫过于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中的计算方法兴趣小组（interest group）已晋升为分会（division）；在研究标准确立

上，诸如《计算传播研究》（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等专刊和一系列特刊的发行

强化了计算传播领域的专业化水准[12]。纵使如此，不少传播学研究者依然面临着明显的“技能迁

移”问题[4]，根植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传播学相较于 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

域而言，在计算传播研究所需技能的培养上并无优势，这无疑给计算传播研究的长远发展提出挑

战。

有鉴于此，本研究拟从两个方面对计算传播学展开讨论：其一，计算传播研究具备不同于传

统研究的特质，且时刻处于更新状态。那么，近年来的高质量计算传播研究论文主要在关注什

么？换言之，计算传播研究者的关注视野是否存在某些共通之处？他们青睐的数据来源和分析方

法有哪些？其二，顺承第一项研究问题，对前沿研究的梳理能够给予国内计算传播人才培养以哪

些启迪？我们应该追求怎样的计算传播专业培养路径？

2研究设计

2.1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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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前人经验[13-14]，我们认为高质量期刊刊载的计算传播研究论文具备足够代表性，可以

视为国际计算传播发展的前沿阵地与“风向标”。我们同样从科学网（Web of Science）下的期刊

引证报告（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入手，选择传播学分类下 5年影响因子位列前 20位的 SSCI刊
物。5年影响因子相较于单年度影响因子而言更能折射出期刊的长期表现。最新的期刊引证报告统

计截止时间为 2019年，当年度传播学下的 SSCI期刊共计 92本，将 20本作为入选数量接近于选择

SSCI期刊的一整个分区（92/4=23），且入选的 20本期刊 5年影响因子皆在 3.0以上，具有显著的

代表意义。初步浏览后，进一步排除侧重理论研究的刊物 Communication Theory与无访问权限的刊

物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最终，18本期刊1被纳入本研究的分析范围。

研究者招募了 12名传播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2来从入选期刊中挑选符合要求的计算传播研究论

文。由于文章总数较多，我们将期刊的时间检索范围统一设定为 2015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对应前述的 5年影响因子），并秉持“查准”原则将检索词设定为“computation”。计算

传播研究论文的判断标准为：1.必须为量化研究论文，排除诸如围绕“计算传播”展开的质性研

究；2.研究数据来源必须是“数字足迹”（如：推文、微博）或其他数字化档案（如：经数字化

处理后的新闻数据库）[3]；3.分析方法上，必须运用自动化分析方法（如：自动化文本分类）。

我们并未限定论文必须使用 Python或 R等编程语言，原因在于部分计算传播研究将大体量数据进

行清洗或降维后，常用的非开源统计软件也可胜任之后的数据分析任务。此外，我们要求挑选者

在面临判别模糊状况时及时向两位作者汇报，由两位作者来执行最终判断。判别环节结束后，共

计 252篇计算传播研究论文（包含标题、摘要、正文部分）成为本研究的分析语料。

2.2分析方法

从核心研究问题出发，研究者选择在全文本基础上构建关联主题模型（correlated topic model，
后文简称 CTM）来发掘入选论文的共通关注领域。Blei和 Lafferty[15]指出，基于潜狄利克雷分布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的主题模型（后文简称 LDA）忽略了主题间的隐含联系，例如一篇关

于遗传的文章可能在同时论述疾病，而不太可能包含天文知识。LDA之后的变分推断方法无法胜

任探索主题关联的任务（即发现“遗传”与“疾病”的高度相关及“遗传”与“天文”的弱相

关），相较于主题关联假设，LDA更倾向认为主题之间是相互独立的。CTM依托于逻辑斯正态分

布（logistic normal distribution），其原理如图 1所示，历经一系列生成推断环节后，CTM将习得

主题之间的协方差结构。

1 18本期刊的刊名和 5年影响因子为：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18),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6.27), Journal of Advertising (5.69),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5.07), New Media & Society (4.97), Digital Journalism
(4.96),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79),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5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ertising
(4.13),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04), Comunicar (3.83), Journal of Public Relations Research (3.74),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3.70),Media Psychology (3.65),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26), Social Media + Society
(3.20),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3.11),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3.10).统计信息取自：
https://jcr.clarivate.com/JCRJournalHomeAction.action?pg=JRNLHOME&categoryName=COMMUNICATION&categorie
s=EU#
2 论文作者向 12位同学的辛勤工作致以感谢，他们是（按姓名首字母排序）：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 2020级硕士

研究生成淑原、刁华莉、顾小妍、洪东方、姜人文、李明辉、李秋萍、李爽、梁梓琦、刘川、吴馥梅、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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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CTM原理示意

图 1中，W代表词语，D代表文档，这两项是模型建构环节的可见要素，之后的系列生成过程

以此为基石。N表示文档 D中的词汇总数，Wd,n表示文档 d中的第 n个词，Zd,n代表主题分配函数。

在最右侧矩形框内，K表示主题个数，k表示第 k个主题（主题实质上为词汇的分布）。可以看出，

每一个词语都由主题分配函数（文档-主题矩阵）和主题函数（主题-词语矩阵）联合决定。进一步

地，主题分配函数事关d（与主题比例相关的多项分布表达式），而d由 K * K规模的均值矩阵

（）与协方差矩阵（）联合决定。CTM与 LDA的生成过程十分类似，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LDA的主题比例是从潜狄利克雷分布中计算得出[16]，而 CTM则是从逻辑斯正态分布中推演出主

题比例。

关于 CTM的实用性，Blei等[17]曾将 CTM应用于《科学》（Science）期刊刊登的文章（1990
年至 1999年）之上，发现 CTM在拟合效果与预测能力上胜过 LDA。作者还提出在探索非结构化

数据时，CTM是一种更为自然的路径[15]。在 Song等[14]对传播研究知识结构的分析中，CTM的

长处也得到明显体现，尤其是 CTM相比文献共被引等传统分析路径的全面性与可靠性优势。

3研究发现

Maier等[18]在回顾传播学领域使用 LDA方法的研究后总结出一套提升 LDA信效度的标准化

操作流程。虽然本研究使用 CTM，但 CTM由 LDA发展而来，适用于 LDA的操作策略对 CTM而

言仍具一定的启发意义。该策略包含四个流程：语料预处理、模型参数选择（主题数及超参数确

定）、模型信度评估、主题阐释与效度评估[18]。其中，模型参数选择与模型信度评估的目标指向

较为接近，可以合二为一。后续分析将按照这三项步骤展开3。

第一，语料预处理。研究者首先执行小写转换，接着利用正则表达式匹配去除文内引用及图

表相关信息，并执行分词、词形归类、移除标点、保留特定词性（名词、形容词、专有名词等信

息量较为丰富的词性）、过滤短词（长度为 1的词语）、过滤停用词、移除所有数字和非英文字符

操作。经过这一步骤，共有来自 252篇文档的 19432个独特词汇被保留。

第二，模型参数选择与信度评价。该环节需要搭建一系列竞争模型，进而根据模型拟合指标

来确定最优的预先设定参数。理想的参数组合不仅要保证模型可以较好地拟合数据，更要保证模

型结果可以得到有效阐释。可解释性（interpretability）与模型信度紧密交织，并共同影响主题模型

的效度。常用的模型拟合指标包括主题词概率相似性、独立验证似然（held-out likelihood）、复杂

度（perplexity）。本研究选择最常用的复杂度作为模型拟合判断依据。复杂度关乎模型的可靠性，

3 该部分后续的分析环节若无特殊交代，皆沿用Maier等（2018）的梳理，作者不再添加文内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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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将语料拆分为 10个子集，以其中 9个子集为训练语料生成的模型有多大概率适用于最后 1个
验证子集。其次，在迭代次数选择上，本研究依托单个词语对数似然（log likelihood per-word）变

化来确定恰当的迭代次数。超参数设置遵循既有成熟机器学习库 scikit-learn[19]和 Gensim[20]中的

默认设定，取主题数量的倒数。图 2、3分别展示了复杂度随主题数量的变化趋势和单个词语对数

似然随迭代次数的变化趋势。

图 2复杂度随主题数量变化趋势

（注：超参数设置为主题数量倒数，采用逆向文档频率对词语进行加权，迭代次数预设为 1000）

如图 2所示，我们将主题数量范围设定为 10至 50。伴随主题数量增长，模型复杂度总体呈下

降趋势。图中标注的数据点反映复杂度下降速率逐渐变缓。为保证合理的主题数量与主题阐释清

晰性，研究者选定主题数量等于 40带入后续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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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单个词语对数似然随迭代次数变化趋势

（注：主题数量设置为 40）

图 3中的对数似然值在迭代 400次后波动非常微弱，在迭代 660次时到达最大值（-6.144）。

因此，后续模型运算将迭代参数赋值为 660。
第三，主题阐释与效度评估。在 LDA中，这一环节常用的量化指标包括 Rank-1度量、连贯性

度量、相关性度量、Hirschman-Herfindahl指数等。由于 CTM与 LDA有所差别，且本研究的语料

数量偏少，因此我们选择采用人工比对的方法来概括主题并衡量主题的语义覆盖能力。具体来说，

挑选者在判别文章、保存文本的同时记录了文章的研究主题和主要分析方法。研究者最后将 CTM
结果与编码环节的记录进行核验。图 4展示了 40个主题（从 0开始编号）之间的关联图谱，每一

个节点代表一则主题，节点标签展示该主题下对应的前 5个关键词。节点之间的连边粗细与对应主

题之间的相关系数呈正比。为求清晰简约的展示效果，研究者将 0.10设定为相关系数截点，相关

系数小于 0.10的主题关系被移除。为更好地把握共通领域，研究者根据主题间相关性执行网络模

块分析，进而发掘出 6个关键领域。

图 4主题关联与核心领域示意

（注：图中由不同颜色代表的“集群”即为文中提及的“领域”，灰色连边部分为模块分析算法自动排除的部分，

其中覆盖的节点皆包含于其他集群中，本研究不单独对灰色部分进行讨论；网络基础指标：节点数 = 40；连边数 =
170；网络密度 = 0.218；模块化指数 = 0.301）

领域 1（占比 20%）主要涉及针对社交网络展开的网络分析（涉及 node, centrality, ego, alter,
community, followee, retweet等关键词）、自动化文本分析（涉及 genre, language, hashtag等关键

词），乃至自动化图像分析（涉及 image, visual, gender, leader等关键词）。该领域根植于最为典型

的“数字痕迹”产生平台（如：推特），并强调利用新兴计算方法分析平台上承载的丰富数据。

典型代表包括 Ogan和 Varol[21]综合使用网络分析和内容分析方法来探究推特在土耳其社会运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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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扮演的角色，其中涉及到对包含发布推文（tweet）、转发推文（retweet）在内的信息传播行为

进行考察，以及利用发布内容来对用户进行聚类；Ji等[22]融合自动化文本分析与传统内容分析来

研究推文中包含的道德判断要素。除却推文之外，社交媒体营销（eWOM）过程中的产品评价也

吸引了研究者的关注[23]。一些建基于自动化内容分析和网络分析之上的二次提炼指标同样被纳入

计算传播研究者的视野，比如借助社交媒体机器人识别工具 Botometer（基于账号发布内容和账号

间互动模式生成二级指数）来探索政治竞选事件中社交媒体机器人产生的影响[24]。
领域 2（占比 17.5%）相较于领域 1的数据源与方法面向而言，更侧重运用计算传播方法来探

究多元化社会议题。包括利用网络分析等方法对社交媒体行动主义中关键行动者（activists）和话

语框架（discursive frames）进行识别[25]、利用自动化文本分析方法发掘危机事件（crisis events）
时期公众的框架建构（frame building）特征[26]。此外，这一领域还包含了许多群体传播相关论题，

比如在交互式存储系统（TMS, transactive memory system）视角关照下研究协作式游戏（game）中

的群体（team）特质如何影响游戏结果[6]、社交媒体空间的意见极化（opinion polarization）与

“赛博空间巴尔干化”（cyberbalkanization）[27]、媒体内容如何传达关于烟草和电子烟（e-
cigarette）的群体规范（population norms）与个体规范（individual norms）[28]。这一领域中涵盖的

社会议题还包含身份认同（identity）、移民群体（immigrants）、犯罪集团（criminal gang）等。

领域 3（占比 5%）包含的主题与新闻（journalism）和新闻工作者（journalists）密切相关。典

型研究包括对新闻文本进行自动化分析[29-30]、结合特定概念（如：popularity, virality, immediacy）
讨论新闻特征与受众新闻消费行为之间的关联[31-32]。传统的新闻研究多采用人工内容分析和相

对基础的统计模型，计算传播取向在方法层面提供了更多的创新可能，比如使用事件史分析

（event history analysis）、格兰杰因果检验（Granger causality test）来挖掘隐藏的新闻生产及新闻

扩散机制。

领域 4（占比 15%）高度聚焦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与社会参与（social engagement），

这一领域属于鲜明的主题导向，下辖研究方法较为多样。比如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相关知识研究

在线政治讨论网络的演化[33]，结合话语调适理论展开自动文本分析来研究调解政策如何影响

Reddit网站的在线讨论[34]。剩余的主题还有网络自组织与志愿行动（voluntary action）、在线抗

议（online protest）等。

领域 5（占比 17.5%）同属主题导向，高度关注政治竞选。这一领域和西方政治制度密切衔接，

具有一定的语境特殊性。由于该类型研究较为普遍，研究者不在此尽数列举。总体来说，政治竞

选中的计算传播研究关注但不限于以下议题：政治讨论的文明（civility）程度、党派媒体

（partisan media）对候选人的报道偏见、对政治信息的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xposure）与意见极

化（attitude polarization）、竞选过程中的谣言（rumor）与虚假信息、意识形态极端化（ideological
extremity）等。

领域 6（占比 25%）主要指向用户（user/audience）媒介接触（exposure）相关议题。这其中既

包括近年来常见的选择性接触、隐私保护（privacy protection）、算法与推荐系统（algorithms and
recommender systems）、假新闻接触（fake news consumption）、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也包含从互联网地理（Internet geography）、用户交叠（audience overlap/duplication）
等新颖视角出发开展的探索。创新视角的典型代表是 Taneja等学者的研究[35-36]，他们借助网络

流量数据探究了国家或地区互联网使用模式的接近性与差异性，并从区域文化、地理边界、政治

经济情境出发对研究结果予以阐释。类似地，Mukerjee等[37]从网站间的共享用户量出发进行用户

网络与媒体网络的构建。诸如此类的新颖研究概念和方法尝试延展了传统受众研究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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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国内计算传播学教育的启示

通过对 252篇计算传播研究论文进行关联主题建模，可以发现计算传播学研究高度倚重社交媒

体等平台上的数字痕迹、经过数字化处理的新闻语料；主要利用包含自动化文本分析、社会网络

分析在内的一系列方法，来对多元化社会议题作出讨论。正如 Hilbert[4]所揭示的，计算传播取向

为传播学研究供以方法上的“催化”。因此，对国际高水平研究的梳理首先为国内计算传播学教

育提供方法层面的启迪。这其中包括但不限于：1）获取数据的能力。如 Possler等[38]所指出的，

获取大型数据集有包含与数据持有方合作、网络抓取、调用 API（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
应用程序接口）在内的多种路径，这不仅要求研究者需要掌握相关的数据采集技术，更要具备评

估数据质量的能力（如：代表性、维度全面性）和基本的伦理意识；2）分析数据的高阶技巧。计

算传播研究中，属性数据和关系数据兼有，国内的专业教育应当有意识地强化对于新兴数据结构

分析技能的传授，如开设与网络分析相关的课程。数据结构的转型也意味着传统的以小数据为基

础的分析方法有可能难以胜任大型复杂数据分析任务。目前国内传播学定量研究课程中教授的统

计模型往往建立在正态分布假设上，然而计算传播研究仰赖的许多数据指标往往呈现出长尾特征，

附加季节性、爆发性变动趋势（如：King, Pan, & Roberts关于在线审查的研究[39]），数据分布的

特殊性要求计算传播研究的稳健推断应当依赖于更多的非参数模型与半参数模型，而对于这些统

计方法的教导恰是目前国内新闻传播学教育所严重缺失的；3）数据视觉化的能力。相对于可纯粹

用统计表格概括研究发现的传统量化研究，计算传播研究的数据异质性和多样性更为明显，这同

样呼吁研究结果展现上的变更。诸如选用分布倾向图（参见：Pak的把关研究[40]）、热力图、网

络图谱（参见：Röchert等的意见同质性研究[41]）等新颖的视觉化形式。

除却方法上的启示，对计算传播研究进行杷梳还赋予国内计算传播教育以研究理念上的参照。

传统传播学研究多遵循演绎路径，也即以理论框架为基础推演系列研究假设，进而通过经验数据

对假设进行验证，由此检验、改进、扩展理论。计算传播被一些研究者称为科学研究的“第四范

式”（the fourth paradigm），认为这一范式可以在大数据的支撑下从理论驱动（theory-driven）走

向数据驱动（data-driven），归纳推理的逻辑由此大显身手（详见 Kitchin的论述[42]）。事实上，

本文回溯的大部分高质量计算传播研究并未脱离理论的指导，这些研究往往倾注着研究者明晰的

问题意识和理论关怀，且其智识根基源自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如同

Gould[43]所言：“数据永远不会为自己代言，我们在调查、分析、阐释数据时总是有意或无意地

跟随着概念框架的指导，无论这些框架是结构严密、正式提出的，还是直觉驱动、尚处襁褓的。”

因此，传播学研究者必须对“新经验主义”“范式变革”等诱人且精巧的话术保持警惕，无论是

传统量化研究抑或是计算传播研究，其本质都是对复杂的社会事实和认识过程进行简化。现阶段

的计算传播研究仍应在理论或学说的指导下构建缜密的分析框架，进而让数据为问题服务，逐渐

开辟发展理论的契机。相比于断言某种逻辑或范式取代了另一种逻辑或范式，笔者更愿意相信当

下的研究场域中孕育着一类混合模式，溯因（abductive）、归纳（inductive）、演绎（deductive）
路径并驾齐驱，并给予彼此相互支持、相互验证的动力[42]。对应于国内的计算传播人才培养，授

课者应该鼓励学生广泛涉猎多学科文献，将理论支点与社会情境对照，进而培育出一系列有研究

价值的命题，再借助计算传播研究提供的一系列新颖方法来提升研究的创新水准以及信效度。计

算传播研究秉持开放的视野，相应地，专业教育亦要积极打破学科与研究视角的藩篱，孕育交叉

的、反思的、语境敏感的研究思维，杜绝纯粹追求精致方法的数据探索，追求研究价值、社会意

义与方法创新的高度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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